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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商品化与智能时代的“知识价值论”批判

程 萌

摘 要  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成为商品的事实为前提，揭露了古典政治经济

学劳动价值论的缺陷，创立了剩余价值论，并将社会主义置于科学基础之上。在马克思看

来，劳动力商品化只具有表面意义的平等，实则掩盖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人工智能时代出

现的所谓“知识价值论”，试图用资本主义经济智能化转型后劳动形态、价值形成等变化为依

据否定剩余价值论。实际上，这种观点严重混淆了知识在价值创造中作用提升与价值源泉

转移的区别。作为一种具体劳动，知识劳动本身不创造价值，仅形成使用价值，抽象劳动才

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特别是知识劳动力商品在智能化生产过程中被资本占有并转化为“总

体工人”的一部分，这恰恰构成了剩余价值生产的当代形态。就此而言，资本主义生产社会

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就暴露为知识社会化与资本私有化的对立，加剧了

不平等。为解决上述问题，必然要通过社会主义公有制来解放“一般智力”，进而从形式平等

走向实质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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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价值论被誉为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之一，其在马克思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马克

思对这一思想的集中阐释，主要彰显在鸿篇巨著《资本论》中。恩格斯曾高度评价说：“资本和劳动的关

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1］（P79）

不仅如此，恩格斯还强调，剩余价值论的发现对马克思创建科学社会主义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由于剩

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

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1］（P601）。由其观之，对马克思而言，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并不是两个相互

隔绝的领域，相反，二者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关联。哈维在《资本的限度》中就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价值

理论植根于一种社会关系，即资本与劳动的阶级关系。价值理论是这种阶级关系的表达。”［2］（P76）

当然，随着作为“工人阶级圣经”的《资本论》的剩余价值论影响力越来越大，杜林、布伦坦诺、洛里

亚、庞巴维克等曾以“抄袭剽窃论”“道德价值论”“概念演绎论”“边际效用论”等为理由来质疑马克思这

一成果的原创性和科学性。在他们眼中，只要驳倒剩余价值论，就可解构《资本论》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

理论的合理性，进而达到为资本主义辩护的目的。到如今的人工智能时代，又出现了一种同样旨在证伪

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的“知识价值论”。考虑到“劳动力价值的概念的主要用意则是把剥削的观念保持在

分析的前沿”［2］（P107），以基于劳动力商品化的视角来廓清知识价值论提法的错误，不但有助于捍卫《资

本论》的科学价值，明确知识生产中价值的源泉依然是劳动者的活劳动，而且能透彻地揭示出当代资本

主义的新变化并未彻底消解其基本矛盾的本质，展现出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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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等观念、劳动力成为商品及剩余价值剥削

在《资本论》开篇，马克思提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

堆积’。”［3］（P47）他认为，商品首先是靠自身属性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有用物，即使用价值。同时，商品

的使用价值又以量的规定性为先决条件，构成其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以此，“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

先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3］（P50）。从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二重性

出发，马克思还进一步推出了劳动的二重性：具体劳动生产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商品价值。

在这里，马克思强调，商品二重性凸显的劳动二重性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他批评了斯密等人

在对商品价值的分析中过度关注价值量，没有发现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没有把表现为价值

的劳动同表现为产品使用价值的劳动区分开。更关键的是，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最一般的形式，使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具有了历史性特征；但政治经济学家却将其当成永恒的，这就必

然“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

性”［3］（P99）。为论证以上内容，马克思还专门剖析了亚里士多德关于商品价值形式的见解。一方面，马

克思援引亚里士多德所说的“5张床=1间屋”“无异于”“5张床=若干货币”的看法，赞誉他发掘出不同商

品之所以可以相互交换，是因为它们之间存在某种共同的“本质”；另一方面，马克思又驳斥道，亚里士多

德未能从价值形式看出“一切劳动都表现为等同的人类劳动，因而是同等意义的劳动”［3］（P75）。究其根

源，是因为古希腊使用奴隶劳动，人与人之间存在自然的不平等；只有在“人类平等概念已经成为国民的

牢固的成见”的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生产普遍化，人们彼此作为商品占有者的关系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

会关系，才能阐明价值表现的秘密在于“一切劳动由于而且只是由于都是一般人类劳动而具有的等同性

和同等意义”［3］（P75）。

不言而喻，资本主义社会的平等观念起初针对的就是古典社会的自然等级制度。在思想渊源上，它

深受近代天赋人权论影响。如霍布斯主张自然状态下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没有支配他人的天然权力；洛

克断定自然状态是自由、平等、有财产的，人们经过契约成立政府的主要目的是更好保护他们的自然权

利；卢梭点明人类社会有两种不平等类型，其中自然不平等由年龄、体力、智力等因素引起，政治不平等

则起因于种种特权，而在服从公意的契约社会，“由于公约和权利的保证，他们人人都是平等的”［4］

（P28）。受这些思潮鼓舞，资产阶级高举自由、民主、平等的旗帜，猛烈抨击君权神授观，掀起推翻封建专

制统治的革命运动。“政治革命打倒了这种统治者的权力，把国家事务提升为人民事务”［5］（P44）。从这

一意义看，资本主义社会完成了政治解放，在法律层面确认所有人是平等的权利主体，是历史的进步。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还把社会契约论者们的平等观念融入“商品”“货币”“资本”等经济范畴，辨明

资本主义社会的平等原则“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3］（P103）。首先，平等体现在商品的使

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上，商品使用价值的自然差异是“他们在交换行为中的社会平等的前提”［6］（P197）；商

品的交换价值内蕴着不同商品之间的平等、交换手段的平等以及交换者之间的平等［7］。其次，在固定充

当商品交换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出现后，一切东西都可以用货币衡量或买卖，平等规范获得了更宽泛、更

巩固的存在。“货币作为激进的平均主义者把一切差别都消灭了”［3］（P155）。就此来说，劳动力的买卖在

商品交换或流通范围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伊甸园”：劳动力占有者和货币占有者“彼此作为身份平等的商

品占有者发生关系”，“双方是在法律上平等的”，“所不同的只是一个是买者，一个是卖者”［3］（P195）。

然而，劳动力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独特属性”［3］（P195）。作

为货币所有者的资本家购买劳动力，就是看中了劳动力能在劳动过程中创造超出它自身价值的新价值。

这就是说，资本家向劳动者支付一定货币的工资样式，并不是等价交换。确切地看，它遮蔽了劳动者必

要劳动与剩余劳动、有酬劳动与无酬劳动的界限。事实上，这也是马克思辨析的作为货币的货币与作为

资本的货币的区别；前者的流通形式是“商品—货币—商品”，为买而卖，货币作为中介，以满足一定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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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价值为目的；后者的流通形式是“货币—商品—货币”，为卖而买，商品作为中介，开端和终点均是

货币，但最后收获的货币多于原先的投入。鉴于此，“价值成了处于过程中的价值，成了处于过程中的货

币，从而也就成了资本”［3］（P181），即要使转变为资本的货币发生价值变化，不可能出自货币自身，而只

能源于劳动力商品化的过程，“它的实际消费本身就是劳动的对象化，从而是价值的创造”［3］（P195）。

很明显，马克思对劳动力商品化的探讨中涉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源问题。“资本关系以劳动者

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3］（P821）。不难发现，“在马克思那里，存在着作为资本关

系的前提的商品和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结果的商品这两种商品概念”［8］。马克思劳动力商品化理论

批判的正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前提的商品关系：“他们被迫不是出卖商品，而是把自己的劳动本

身（直接把自己的劳动能力）当做商品卖给客观的劳动条件的所有者。”［9］（P92）由此，商品牵涉到重大历

史分期问题：在古典社会，商品活动已经产生，但它零散、低效，且社会关系是人身依附关系，生产主要是

为本人及家庭的需要，剥削的样态是地租、徭役；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形式广泛渗透人们的生产生活，

劳动方式是雇佣劳动，经济强制取代从前“超经济的直接的暴力”，攫取劳动者的剩余价值［3］（P846）。

依照近代西方社会发展史，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虽然率先进行新航路开辟，在殖民扩张中掠夺了海

量财富，但它们侵占的金银货币多用于奢侈消费，未能触发从封建农业社会向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更

迭。“不是商业使工业发生革命，而是工业不断使商业发生革命”［10］（P371）。英国则经由圈地运动、殖民

掠夺、商业战争、光荣革命等道路，加速了自身的资产阶级崛起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无疑，这一过程绝

不像政治经济学描绘的那般和平、公正，而是充满了暴力、奴役。具体来讲，封建社会末期，伴随生产力

的提升，传统农业经济结构被破坏，劳动者将土地看作生产条件、劳动者作为工具所有者、劳动者本身直

接属于生产条件等关系逐步被瓦解，结果出现了“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的人权”［3］（P338）。

这意味着马克思的《资本论》发掘出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政治压迫性质，实现了对近代政治哲学

和政治经济学的双重超越。“有关财产问题的持久讨论隐藏着有关现代政治的性质与根基的论争，贯穿

了整个现代思想史，构成了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总背景”［11］。即资本主义的政治、

经济范式只关注专制国家或专制君主对个人权利的胁迫，把压迫严格限定在政治场域，寻求法律层面上

的平等、自由，却忽视了资本对劳动的经济压迫是更隐秘的压迫、经济不平等是更沉重的不平等。

众所周知，斯密继承洛克等人的自然权利、契约政府思想，把经济学界定为“政治家与立法者科学的

一个分支”，“基于‘自然的自由与公正’的各种原理创设了一个政治经济学体系”［12］（P286-287）。不过，

他又斥责用“自然状态—契约社会”模型探析人类社会的来源、政治的正当性根源存在局限，转而从经济

主义角度将人类社会分为狩猎社会、游牧社会、农业社会和商业社会等四大阶段。斯密宣扬，自然状态

下权利冲突的政治问题会在经济场域被无形消除，“看不见的手”的商品经济机制能自发导向普遍富

裕［13］（P24）。用伯尔基的话说，斯密察觉到资本主义是经济型社会，经济决定政治，并以“自由经济”而非

“自由政治”算作新旧时代的分界线［14］（P66）。但在马克思的视野中，斯密“把需要、劳动、私人利益和私

人权利等领域看做自己持续存在的基础”，故而从不设想去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反倒想借此表明“这些

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5］（P46，612）；扩而言之，斯密的劳动价值论“称为劳动的价值的东西，

实际上就是劳动力的价值”［3］（P617）；劳动力商品化不光是经济现象，更是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呈现。

可见，政治经济学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阶级界限，一旦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

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就“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3］（P17）。对《资本论》剩余价

值论兼具的这种卓越的经济和政治意义，柯尔施称赞道，“是从一种在理论与实践上超出资产阶级经济

学的社会阶级的新立场”，“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进行到底”，“在改变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同时也

改变着从属于它的意识形态”［15］（P61，104）。同理，阿尔都塞亦评判说，政治经济学妄图不沾染偏见，使

组成它的研究对象的经济事实是既定、同质、可计量的，且以“经济人”作为人的无差别本质，然而这些却

隐含着最大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经济科学’首当其冲地要受到意识形态的压力……‘经济科学’是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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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重大政治斗争的角逐场所”［16］（P208）。也如阿伦特《论革命》表述的，相较于政治经济学家对劳动、

财产的经济社会型认知，“马克思将社会问题转化为政治力量，这一转化包含在‘剥削’一词中”［17］（P50）。

总之，斯密囿于为资本主义辩解倾向，乐观看待资本家和劳动者的冲突、经济分配不平等，声称这些

问题可以调和。而马克思通过对劳动力商品化及剩余价值论的阐述，充分揭穿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

矛盾为“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18］（P288）。生产社会化要求劳动者分工精细、高效协

作，劳动产品应为劳动者的集体结晶，可是，资本家截留了社会化生产的大部分成果。这就致使资本主

义社会浮现下列悖谬情形：其一，资本的积累与劳动者的贫困积累并存。资本家为追逐剩余价值“使劳

动的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发生彻底的革命”［3］（P583），同时极力压低劳动者工资；其二，生产扩张和消费

不足的矛盾。劳动者因收入不足、消费能力有限，市场上的商品难以销售出去，造成相对生产过剩危机。

其三，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频发，社会动荡不安，阶级对抗加剧，导致其自我崩溃。

二、人工智能对商品经济中平等的重塑和知识价值论

除了反复重申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被充作剥削剩余价值的工具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还阐析了

资本家通过技术革新调整生产关系，缓解资本主义危机。哈维将这种“技术修复”与“空间修复”“金融修

复”一道并列为资本主义自我调节机制的三种主要策略。“技术变革是作为促进资本积累的首要杠杆而

存在的，因为它会不断提高劳动力的价值生产率”［2］（P231）。毫无疑问，像18、19世纪的机器技术一样，

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计算机技术正继续扮演这一角色。如以智能机器替代劳动者，减少工资开支，节

约生产成本，提高剩余价值率；利用算法精准投放广告，刺激消费需求；以平台经济突破物理空间限制，

开发新的剥削疆域、新的资本增殖架构；宣传技术中立论，遮盖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合法性危机。

至于平等，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智能化转型中看似被技术性地强化了，即智能技术下个人使用生

产要素机会、创新潜力的平等。“人工智能正在重新定义工业环境中的工作”，“节省我们的时间，释放我

们的创造力”［19］（P4），使商品交换中的平等再优化。在商品交易智能平台，对消费者搭建同一入口，智能

化执行买卖合约，感受消费体验的平等。算法凭借数字画像精确迎合每个用户的消费偏好，特别是马克

卢普等人从知识价值论的维度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平等辩解，扬言智能技术在变革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并

使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变得失效。

知识价值论奉行者的主要观点如下：

第一，人工智能新技术革命使劳动形态从以体力劳动为主到以知识劳动为主进行更替。马克卢普

敏锐地意识到，二战后，伴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美国的产业结构、劳动力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

“知识在资源分配中从外生的独立变量地位‘提升’到取决于投入的一种内生变量的地位”［20］（P3）。他判

定，“知识”和“信息”这两个术语既相近又不完全相同。信息常常是由他人传送或自己研究后得到的知

识，而知识涉及的内容更为宽广，包括知识的生产、传播和普及，故智能时代资本主义的产业结构也可称

为知识产业。这种新型产业聚焦于知识生产、信息技术服务以及脑力劳动者，其产品非物质，难以度量，

且多数是免费扩散。相应地，资本主义知识社会对知识劳动者的需求远高于体力劳动者。托夫勒以技

术的演变为焦点，把人类社会发展史划分为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三次浪潮。农业文明时代，

人类从事农业生产，自给自足；工业文明时代，“赋予了新技术以‘感官’使机器比人类更能准确地听、看

及触摸”［21］（P22），生产呈现出标准化、专业化、集中化趋势；信息文明时代，计算机“增强了我们的心灵力

量”，“还可以分析人力与资源之间的潜在关系”［21］（P176，177），同时，由于计算机技术在世界各地的广泛

使用，知识劳动“成为财富创造体系中更核心的因素”［22］（P173）。

第二，知识从过去的个人素养上升为价值形成的独立源泉，知识生产力是经济核心。德鲁克以为，

当资本主义迈入全新的知识社会，就有必要重新审视资本主义的经济史、政治史和社会史。他解释道，

在当代资本主义，斯密所言的自由市场仍是经济活动的有效整合机制，资本主义社会的骨架依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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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会跟过去的表现方式不同。其中，最基本的改变就是知识成为价值创造的源泉。“知识社会真正支配

性的资源、决定性的生产要素，既不是资本、土地，也不是劳动力，而是知识”［23］（P6）。德鲁克料定，正像

以往的资本家懂得如何将资本用于生产，如今的知识工作者亦知晓如何把知识用于生产。以此为基础，

德鲁克还探究知识怎样从古希腊的个人内在素养变换为今日的公共性生产资源的问题。在他的视域

中，古典社会是道德型社会，人们谋求的是成为有教养的人，如苏格拉底所谈的，知识的目的在于自知和

为善；现当代社会则从“统合（性）知识”改向“专业（性）知识”，“知识产生的效果是外在的，主要体现在社

会与经济上”［23］（P43）。细致审之，在18世纪中后期，知识被运用于劳动工具、劳动产品的创新之中，随

即催生了工业革命，也孕育了马克思主义；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中期，知识使“生产力革命成为社会

发展的潮流”［23］（P18），如泰勒为避免阶级斗争的发生而不懈研究使劳资双方均可获益的科学管理；20世

纪中期至今，知识正在运用于知识本身、运用于系统化的创新，“只要有了知识，土地、劳动力与资本就会

纷至沓来”［23］（P39）。更重要的是，“知识投入的‘数量’（也就是‘量’的方面）远没有知识的‘生产力’（也

就是‘质’的方面）重要”，“知识生产力……成为知识社会的核心经济议题”［23］（P181，183）。

第三，知识是中立性的技术工具，智能技术本身是知识的产物并用以推进服务经济。贝尔不赞成像

马克卢普、德鲁克那样仅凭知识的某些特性就把资本主义诠释为知识社会。为了突出工业社会以来变

迁的“间质性和过渡性”与“知识技术”的“中轴原理”，他采用的是“后工业社会”的说法［24］（P68）。贝尔表

示，工业社会以机器技术为中心，从事商品生产；后工业社会由智能技术建构，从事信息、知识的交流。

“如果资本与劳动是工业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那么信息和知识则是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24］

（P71）。加之，鉴于知识不像工业商品那样会被直接消耗殆尽，而是作为技术创新的导引、可被众人共有

的“集体货品”，后工业社会的价值来源就异于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特征不是劳动价值论，而是知识

价值论”［24］（P71）。这样，当科技生产力占主宰时，劳动力的作用会缩小，随之马克思剩余价值论也会无

效。为佐证知识价值论的可靠性，贝尔还频频叙述理论知识在后工业社会的首要性。他给知识冠以“已

认知的精神财富”的名称，讲明知识虽说在各个时代都存在，但当下，它化作技术创新的发源地，智能技

术就是用计算机程序模拟、分析和快捷处理经济问题。贝尔总结道，当代资本主义从商品经济转向服务

经济，服务业相对于农业、工业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的比重在加大。为了适应这种现实的经济变革，

在理论上要构造新的信息经济学来替换工业社会的商品经济学，注重“‘合作的’战略”及“知识在社会内

的扩散和使用”［24］（P75）。

第四，知识分子阶层是价值创造的主体，马克思所述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消失。在《资本

论》中，经济上劳动与资本的对立表现为政治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对立。德鲁克、贝尔在将价

值的实现方式归结到知识后，还以新式的知识分子阶层的阶级结构兴起为由，批驳马克思的上列阶级理

论已然落伍。德鲁克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制造业工人的数量占比较小为由，坚信“知识工作者和服务劳

动者取代了资本家和无产阶级，成为知识社会的主导阶级”［23］（P6）。他说，自20世纪中期后，资本家被

“为知识的运用及表现负责”的职业经理人所替代，这些职业经理人即便收入颇丰却也不占领企业的任

何资产，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现今掌控资本主义国家巨额资金供给和分配的是养老基金。“养老基金真正

的‘所有者’，即退休之后前来领取养老金的人，才是最终的受益人”［23］（P74）。藉此，纵然是劳动技术含

量较低的服务劳动者，也能通过养老基金等方式共同拥有生产资料，且不能被划归为无产阶级。在这般

情景下，当代资本主义仍旧有阶级冲突，只不过是表现为经理人与服务工作者的对立；其化解途径也并

非马克思所称的暴力革命，而是改善服务工作者的生产力，使他们有“足够的收入与尊严”［23］（P92）。

贝尔参照美国对专业技术人员的统计数据，把教师、工程师分别归类为知识阶层的第一、第二大团

体，把科学家列为最重要且人数增长率最显著的专业集团。他肯定知识分子人数的增长是同美国“大规

模的高等教育普及同时发生的”［24］（P207），并推测，维系资本主义后工业社会的关键在于“获得一定数量

受过训练的、具有专业技术能力的人才”［24］（P222）。贝尔积极畅想，未来社会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会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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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不绝，“基于科学知识的工业扩展，需要更多的工程师、化学家和数学家”［24］（P222）。

第五，要在知识框架内重释平等原则，历史前景仍指向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贝尔回溯圣西门、

库尔诺、泰勒等的科技治国思想，补充说，源自后工业社会知识本身性质的变化，“新的权力基础从所有

权和政治标准移向知识”［24］（P324）。换言之，后工业社会由知识分子阶层主宰，它用“能者统治”消除从

前血缘优先、裙带关系，鼓励个人公平竞争，为实现机会均等奠定基础。然则，它又诱发精英世袭化、唯

学历论等“通往新的等级制度”，“产生新的不平等”［24］（P399，402）。贝尔说，为了克服这种问题，必须将

教育普遍化，规划社会福利底线，在重大的公共事项中引入对专家统治的监督。对詹克斯倡议的结果均

等，贝尔以其会强行拉平社会正常态势、损害人的自由为由而坚决拒斥。显然，贝尔的落脚点不是用社

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而是接着发展资本主义。他宣称，马克思向往的平等的社会主义是以物质富足为

预设，每个人的需要都能得到满足，也无需采用公正分配的规范；但资本主义后工业社会本身就是丰裕

状况，且应归于资产阶级成就。德鲁克亦笃定未来社会不可能是“反资本主义社会”［23］（P7）。奈斯比特

赞同德鲁克、贝尔的知识价值论，还得出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将使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共同朝向

私有化演变、深化人类社会平等境况的结论。“新的管理方式将受到网络模式的启发并以它为基础。它

的价值在于非正式和互相平等”［25］（P263）。

综上，知识价值论的鼓吹者刻画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新形态，他们力图以知识具备非物质实体、

能无限创造、能长期保存、被他人复制获取等特质，论述知识将成为公共性而非排他性的生产资料。依

此，当代资本主义走出马克思所述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显现出“生机活力”。而且对他们而言，这种发

展并非始于马克思所归纳的不公正的剥削关系，而是来自知识逻辑，即资本家的利润来源不是剩余价

值，而是其知识回报。与之相平行的，是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对立是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阶级的差距，

且可以依赖教育等手段进行弥合。“在知识社会中，教育必须遍及整个社会”［23］（P194）。概言之，人工智

能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仍然密不可分，它们还共同披上了知识中立、技术中立的外衣。

三、智能时代知识劳动加剧剩余价值的生产

在《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中，福克斯对德鲁克等人的知识价值论进行反驳：“他们真正所指的是

生产力的一种变革：知识和信息技术已成为服务于资本积累的生产商品的重要手段。”［26］（P194）根据他

的判断，当代社会就生产力要素而言是知识社会，但就生产关系来说仍是资本主义，并未脱离马克思洞

悉的资本家在生产中以技术应用来窃取剩余价值的真相。“信息技术的建立（作为生产工具的一部分）和

知识工作（其特点是劳动的构成，精神和交往特征高于人工特征）作为经济生产的特征是促进剩余价值

剥削”［26］（P201）。国内学者亦挑明：“‘知识经济’或‘信息经济’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一步深化和拓展，

而不是人类文明的新时代。”［27］从《资本论》看，知识价值论对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的歪曲表露在以下方面：

首先，知识价值论只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观在智能时代的表现，知识本身不创造价值。知识价值

论者混淆了“知识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提升”与“价值源泉转移”的不同。马克思认定，商品的生产过程

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

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3］（P51）。遵从这种思路，当把劳动产品“可感觉”的使用价值抽掉后，

它们就不再是木匠劳动、纺纱劳动、瓦匠劳动或其他类别的劳动，而是留下“超感觉”的“抽象人类劳动”［3］

（P51）。对智能时代的知识劳动亦是如此。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将机器当作“人的手

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对象化的知识力量”［28］（P198）。在《资本论》中，他更厘清“机器不创造价值，但

它把自身的价值转移到由它的服务所生产的产品上”，“活劳动必须抓住这些东西，使它们由死复生”［3］

（P444，214）。这里的活劳动是人类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直接消耗的体力和智力，是相较于机器等物化劳

动、死劳动来述。“劳动的价值所表现的物化劳动量总是等于生产这个商品所必要的活劳动量”［29］（P49）。

从这个角度看，科学劳动属于生产劳动，知识作为人类劳动的智慧结晶，将其价值转移到新知识产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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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劳动者的活劳动创造价值。

其次，知识劳动的二重性在于知识生产的具体劳动仅形成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价值。《资本论》

把劳动者的劳动能力界定为“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

和”［3］（P195）。故当知识价值论者断言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观、剩余价值论以体力劳动或物质劳动为根

基而在智能时代过时时，这种表述站不住脚。借助马克思有关劳动二重性的分析，同体力劳动、物质劳

动相类似，知识劳动在本质上是一种具体劳动。它产出的知识、信息等产品的使用价值能否被认可，有

赖于“通过交换，转到把它当做使用价值使用的人的手里”［3］（P54）。简言之，作为人类劳动产品的知识

产品可以有用，但不是商品，“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3］（P54）。比如，“作为信息产品或数字产品的一

首歌，由于其使用价值（满足人们听‘歌’的需要）不具有排己性，可以同时满足‘演唱—生产者’和‘欣赏

—消费者’的需要，所以并不是商品”［30］。当知识劳动产品被纳入社会交换体系，它才有可度量、可商品

化的价值秉性，即知识劳动作为抽象劳动方能形成价值。“使用价值或财物具有价值，只是因为有抽象人

类劳动对象化或物化在里面”［3］（P51）。不容忽视的是，知识劳动商品的使用价值（公开性、共享性、可传

播性）与交换价值（私有性、排他性、竞争性）之间又有着冲突。

再次，知识劳动力商品在生产过程中被资本占有并转化为“总体工人”的一部分。知识劳动商品化

指知识劳动成果在市场上被包装成商品来销售，是“物”的商品化；知识劳动力商品化侧重知识劳动者的

劳动能力变成商品，是“人”的商品化。恰似恩格斯所论，马克思从“工人为取得工资向资本家出卖自己

的劳动”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的修改，“并不是单纯的咬文嚼字，而是牵涉到全部政治经济学中一个极

重要的问题”［5］（P702）。在今天，科学家、工程师、设计师、程序员等的知识劳动力商品同普通劳动力商

品比起，其特殊使用价值展露为创新性、社会协作性、高增值性。资本占有知识劳动力商品的这些特殊

使用价值的举措更为复杂、隐蔽，但本质上仍是为了创造超额剩余价值。“资本像吞并他人的劳动一样，

吞并‘他人的’科学”［3］（P444），如以工资对知识劳动者的直接雇佣；构建知识产权制度，使科学家的发

明、设计师的设计、程序员的代码等所有权私有化；在平台经济，“这种剥削行为是通过用户创造数据商

品而造成的”［26］（P130）。可以说，这也正吻合《资本论》中“总体工人”概念喻指的资本主义生产愈发依赖

于社会化协作的总体劳动而非单个劳动者的劳动。“由局部工人组成的总体工人”，“具备了技艺程度相

同的一切生产素质，同时能最经济地使用它们”［3］（P399，404）。显而易见，知识劳动者的出场仅象征总

体工人的队伍在扩大，资本能剥削的“人身材料”在增多。“总体工人的各种职能有的比较简单，有的比较

复杂，有的比较低级，有的比较高级”［3］（P405）。

复次，算法优化的知识应用压缩必要劳动时间，塑造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当代形态。承接前述，知

识商品化并不是问题的实质，知识的资本化才是关键。它在智能时代的重要显现就是资本家以算法改

进劳动时间的分割，获取更多剩余价值。“把剩余价值看做只是剩余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对象化的剩余

劳动”［3］（P251）。从知识劳动的二重性检视，算法不止为智能时代知识应用的成果，有着从海量数据中

提取信息等使用价值，更是资本在当代缩短必要劳动时间而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引擎。扎拉奇、斯图克

认为：“算法是用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工具”，“拥有了掌握所有市场信息的‘上帝视角’”［31］（P100，96）。

应当说，算法优化将泰勒制延展到数字泰勒制，用算法动态管理、规划商品从生产到销售再到配送的各

个环节。此外，具有尖端算法平台的公司还将分散的劳动者聚拢在一起，锻造成平台总体工人，以平台

生产力的外观遮掩劳动者的生产力；把算法培育为垄断性生产资料，向使用者收取租金。“平台所有权本

质上是软件的所有权”［32］（P55）。如此，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资本原始积累的“羊吃人”的“圈地运动”

在今朝就成了知识圈地、知识垄断、知识寻租。引人深思的是，算法还行使着《资本论》概述的产业后备

军的职能，将价值规律与人口规律连接起来：在机器工业时代，“技术变革”加快了“相对过剩人口的生

产”，使得资本家可以用“后备军的队伍”“迫使就业工人不得不从事过度劳动和听从资本的摆布”［3］

（P732，733）；智能时代的算法作为无处不在的监督者，其自身对就业工人就有强劲规训力量，迫使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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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得接受算法订立的工作流程，延长劳动时间，源源不断地创造新的绝对剩余价值。

最后，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矛盾映射为知识社会化与资本私有化的对立。知

识价值论勾勒的资本主义知识经济并未消解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它不外是把生产社会化改换为知

识社会化，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调换为知识资本化，并以更尖锐的式样贯穿于生产关系、阶级关系。剩

余数据剥削、知识租金、算法后备军等就是例证。“作为一个被象征阉割的主体，我们面对ChatGPT永远

不是真实的人工智能，那个真实的数据交换、处理和算法，从来都不在主体的视野之内”［33］。立足于《资

本论》及其手稿可见，任何知识、技术的创新都不是孤立个人的发明物，而是整个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

它理应被全人类共享；但资本为抢占知识背后蕴藏的生产力和利润，以版权、专利、商标等名义对其强行

圈占，霸占大部分收益，对相关知识劳动者仅支付微薄的劳动力商品化的工资，还把广大人民群众排斥

在知识收益分配之外。“科学，作为社会发展的一般精神成果，在这里也同样表现为直接并入资本的东西

（它作为同各个工人的知识和才能相分离的科学，被应用在物质生产过程中）”［28］（P536）。就资本自身的

运动逻辑而言，在积累、增殖、流通等环节均有着知识的参与，只是资本以知识中立性的意识形态面纱把

“劳动生产力也表现为合并劳动的资本的生产力”［3］（P589）。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一般智力”理论更是被福克斯看成马克思对知识劳动的科

学预言。“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

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28］（P198）。福

克斯确信，资本主义知识经济以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方式剥削工人，“面临着活劳

动和死劳动之间的对立”，导致“基于文化的公共性和其现实的商品性之间”的“新的财产矛盾”，并且“它

含有促进劳动社会化的潜力，从而与阶级关系相矛盾”［26］（P226，227）。的确，固定资本具有物质存在形

式和社会存在形式，前者涵盖机器、知识等生产资料，它们在生产过程中被长期使用，其价值转移到产品

中；后者凸现固定资本是资本的特殊存在形态，显现着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统治劳动的生产关系。“知识和

技能的积累，社会智力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就同劳动相对立而被吸收在资本当中”［34］（P92-93）。

归根到底，知识劳动是资本试图通过技术创新克服利润率下降、消费不足、过度积累等发展瓶颈，但

它其实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更剧烈地迸发出来。“资本主义生产总是竭力克服它所固有的这些限制，但

是它用来克服这些限制的手段，只是使这些限制以更大的规模重新出现在它面前”［10］（P278）。自然，这

也标示着知识劳动一边有平等的潜能，一边又是资本主义经济不平等、政治不平等的放大器。

其一，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平等。同工业时代的机器、工厂等生产资料相比，智能时代的知识更具普

惠性，也更具集中性、垄断性。科技寡头垄断着数据、算法和算力，教育壁垒和知识代际传递的特性更使

优质教育资源集中在高收入阶层，造成个人发展机遇的不平等。其二，收入分配的结构性不平等。知识

劳动收益主要流向资本所有者，且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占整个社会财富中的份额在下降，二者的收入

差距拉大；劳动者内部的知识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收入亦趋于两极分化。其三，不同国家发展机会的

不平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先进入知识社会，却严格限制高新技术外流，阻碍全球智力资源流动。它

们把一般性的知识劳动工作外包给发展中国家，但其旨趣是以新帝国主义式的国际分工在世界范围抢

夺剩余价值。其四，权力分配的新式不平等。平台的算法管理以效率、公正的名头精巧控制着劳动者，

而他们无自主选择权利。在政治舞台，统治阶级还以学历、会议议程门槛等否决普通人参政议政的机

会。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就此有深邃阐析。

四、基于社会主义公有制来解放一般智力

知识能发展成为重要的解放力量。在《通过知识获得解放》中，波普尔就叙述了文艺复兴时期培根

的以自然法则替代上帝法则、启蒙运动时期康德的人要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智均属于“通过知识而自我解

放的观念”［35］（P144）。马克思大力解析了正确的知识教育对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形成、斗争策略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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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成功等的非凡价值。对他而言，“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

革命阶级本身”［5］（P655），但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常导致其容易受资产阶级理论体系的支配而束缚手脚。

要言之，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应同理论斗争密切联结起来，即知识理论必须扎根现实、回应

现实，“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5］（P12）；同时，现实

应朝着理论折射的方向，“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5］（P13）。

此外，马克思还谴责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对工人运动、对社会主义发展的消极作用。在《哥达

纲领批判》中，他对德国工人党延续斯密思维而抽象谈论劳动、权利、国家就回击道：“一个社会主义的纲

领不应当容许这种资产阶级的说法回避那些唯一使这种说法具有意义的条件。”［1］（P428）这警示人们，

“理论上的不良影响势必导致工人运动在资本主义批判（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辩护（古典政治经济

学）之间犹豫不决，在自身所承担的革命目标与直接带来现实利益的改良措施之间犹疑徘徊”［36］。

福克斯沿着马克思的这种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思路，主张要以数字社会主义破除资本对一般智力的

剥削。“在互联网上和通过数字媒体传播的一般智力需要一种总体数字工作者，同时也是全球工作者。

数字资本剥削着多种形式的数字劳动者，而如果全世界的数字劳动者能够团结起来，他们就有潜力反抗

自身的剥削”［37］（P524）。福克斯说，尽管马克思的一般智力理论预判了知识经济的崛起，但他并没有断

言知识经济会径直终结资本主义，这跟21世纪的现实画面是悉数契合的。“虽然知识的社会特征促进了

工作的社会化和共产主义的潜力，而这可能导致共产主义的信息经济或社会，但不会自动地在历史上必

然地这样做”［26］（P226）。于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新变化、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袒露为知识的公共性和

资本的私有性的新迹象的眼下，就要践行以一般智力解放为支柱的新社会主义斗争方案。

一是激发从事知识劳动的总体工人的革命反抗意识。福克斯把矿工、程序员、平台用户等支撑知识

经济的各种劳动者统称为总体工人。他直言，知识劳动构筑的价值链是全球性剥削的存在：非洲提取矿

物质生产信息技术硬件的黑人劳动，中国组装硬件的知识工人的廉价劳动，西方软件工程师的高报酬劳

动等，被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联系起来，并且这些人组合成了全球内的知识无产阶级。当他们详尽感知到

被资本剥削的现实和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欺骗时，才会生发出解放自身的意念。“如果全世界的社会知

识无产阶级在政治上自我组织，那么，他们将会成为一个反对资本主义的自发的阶级”［26］（P349）。

二是打造以共有为基础的社会共享互联网和数字工作。目前全球知名的网络平台多为资本主义企

业宰制，它们以剥削知识劳动来侵吞利润。为此，要对互联网“去商品化”，建立“由所有用户控制”“共同

生产、共同所有、共同控制、超越阶级”的互联网［26］（P389）。在以共享为标志的互联网共有社会，知识劳

动的商品化特质被移除，取而代之的是“创造了共享认知、交往（社会关系）以及合作（社区、协作工作）”

的“数字工作”［26］（P392）。在这种数字工作中，劳动由社会驾驭，不再为资本的私有物。

三是开展新工人阶级的数字占领运动。近年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是紧随2008年金融危机跃现

的，是对资本主义国家市场自由化及愈加恶化的经济不平等的政治反应。“它是总体工人阶级的运动，一

个质疑公共品商品化的总体工人阶级的运动”［26］（P419）。数字占领运动中占领社交媒体乃着眼于防止

资本主义势力在社交媒体歪曲事态真相，鼓励平等、自由传播社会主义政治信息。“打破数字媒体的商品

地位和商品拜物教意味着构建基于数字工作所创造的公有逻辑的工人阶级数字或社交媒体”［26］（P452）。

可见，福克斯始终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及社会主义作为智能时代知识劳动中的重心，坚定从生产

而非分配领域寻找资本剥削知识劳动的肇因，继承着马克思的一般智力、总体工人、阶级运动、商品批判

等的思路。他这种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拓宽到资本主义知识经济的叙事，为捍卫马克思主义在

21世纪的科学价值提供了范例。“这种批判包括三个过程：（a）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和批判；（b）对自由主义

意识形态、思想和学术界的批判；（c）变革性实践”［26］（P115）。不足之处在于，福克斯的知识劳动者合作、

数据共享、算法技术民主化赋权等斗争方针又是不彻底的。“只要借助集体合作，就能轻而易举地突破资

本的限制，实现大众智能和普遍智能。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奇妙幻想”［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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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的结尾重建个人所有制构思为挣脱资本对一般智力的剥削提供了更坚实

的路径。“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

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3］（P874），即社会主义

公有制不是浪漫主义地倒退到古典社会，而是实现劳动者和劳动条件的再度结合。这种生产资料社会

公共占有的平等通达的也正是超越资本主义形式权利平等的“实质平等”。“平等应当不仅仅是表面的，

不仅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18］（P112）。更亟

须思考的是，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处于资本“形成史”的“原始积累”章节，这生动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的内在矛盾早在资本积累阶段就已滋生，即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生和灭亡都是历史的规律。“现在的

生产条件就表现为正在扬弃自身，从而正在为新社会制度创造历史前提的生产条件”［28］（P110）。

社会主义公有制确定了一般智力的公共属性。第一，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受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支

配，也就是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39］（P113）。它寓意着机器、知识等一般智力成果不再

是资本私有而是作为社会公共财富。第二，在公有制社会确实也存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但二

者只作为一种职业差别而非阶级差别。资本主义社会下劳动“这种平等的权利”因“劳动者的不同等的

个人天赋”而蜕变成“不平等的权利”的景象已湮灭［1］（P435）。第三，社会主义加强公共教育，使每个人

都能胜任适合本性的劳动。这同资本主义社会“把人训练成机器”的教育大相径庭［39］（P48）。

社会主义公有制促成一般智力解放和劳动解放的融合。资产阶级政治解放只在政治上废除出身、

等级差别，却无视经济不平等；马克思推崇的劳动解放着力使劳动从谋生手段变成“生活的第一需要”。

“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伟大的目标，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这一目标”［1］（P226），而智能

时代的一般智力解放催动劳动解放。它以先进的智能生产力提高社会生产率，为实现物质产品极大丰

富、按需分配等缔造条件。“智能生产力被用于全体人民的劳动解放”［40］。同时，劳动解放又会使一般智

力解放提速。当困扰人类生存的生活资料不再成为问题，他们就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

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5］（P537）。这也是《资本论》称颂的：“自由

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10］（P929）

社会主义公有制使一般智力为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形态嬗变服务。随着财富的创造越来越依赖一

般智力的应用，马克思所说的以自由时间作为财富的衡量标准正在成为现实，资本主义社会扮演阶级统

治的国家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这就是破除虚幻的共同体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人

人自由平等的社会主义制度。“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

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41］（P193）。因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个人作为

“社会存在物”，社会作为“联合起来个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9］（P53）。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又区分了经济社会形态（如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

会主义社会）和技术社会形态（如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时代），“后者仅仅体现的是社会发

展阶段的技术特征和产业特征，它并不触及社会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所以，不能把二者随便加以混

淆”［42］。马克思强调，技术革命与社会革命之间息息相关，但技术革命并非意蕴着社会制度的直接颠覆。

因此，共产党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者，它在实践方面“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

部分”；在理论方面“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能使自发的、分散的工人“形成为阶

级”［39］（P44）。列宁亦高呼，基于现实中工人的理论、政治水平达不到应有的高超水平，“把社会主义思想

和政治自觉性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就是共产党“所应该实现的任务”［43］（P285）。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

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44］（P1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我国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平等”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实施数字

中国战略，以公共数据的共管共享来抑制知识的资本化和私有化，深化知识产权奖励机制，防止资本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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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扩张。同时，通过完善人工智能法律法规、教育制度、劳动制度，保障教育公平、算法透明化及劳动者

劳动尊严，让一般智力的社会化同国家的繁荣进步、人民的福祉增进同步推进。另外，我国还通过在人

工智能上的发展经验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推动构造更加普惠、平等、包容的数字命运共同体。

总的来说，智能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知识劳动并未偏离马克思《资本论》洞识到的劳动力商品化现

象及剩余价值规律，知识价值论是不成立的。知识资本化带来的是剩余价值的当代生产，是资本主义阶

级关系的再生产。“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

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3］（P666-667）。应该承认，这也表明，当代资本主义是

在知识劳动的基础之上不断加剧其基本社会矛盾，社会主义是指引无产阶级改变被剥削被奴役的命运、

获得真实的平等自由的正确道路。由其起始，我们也方能深切领悟：恩格斯为什么在《在马克思墓前的

讲话》中颂扬马克思既是“科学家”又“首先是一个革命家”［1］（P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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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mmodification of Labor Power and a Critique Of 
The "Theory of Knowledge Value" in the Intelligent Era

Cheng Meng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fact that labor power has become a commodity in capitalist society, Karl 

Marx revealed the deficiencies of the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s labor theory of value, established the theo‐

ry of surplus value and laid scientific foundation for socialism. In Marx's view, the equality embodied in the 

commodification of labor power is merely formal, as it effectively masks the exploitation of labor by capital. 

In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ra, the so-called "theory of knowledge value" attempts to refute the theory of sur‐

plus value by invoking changes in labor form and value formation resulting from the intelligent transforma‐

tion of the capitalist economy. In fact, this view seriously confuses the increased role of knowledge in value 

creation with an actual shift in the source of value. As a concrete form of labor, intellectual labor creates use 

value rather than value itself, while abstract labor constitutes the sole source of value. Particularly, the com‐

moditified intellectual labor force is appropriated by capital within intelligent production and incorporated in‐

to a part of the "general worker", a formation that constitutes precisely the contemporary modality of surplus 

value production. In this regard, capitalism's fundamental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socialized production 

and the private ownership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manifests as the antithesis between the socialization of 

knowledge and the privatization of capital, thereby intensifying inequality. To solve the above problems, it is 

imperative to liberate "general intelligence" through socialist public ownership, thereby moving from formal 

equality to substantive equality.

Key words labor commodification; theory of surplus valu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ory of knowledge 

value; general intel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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